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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秩序下如何安放法典
———从 “基础性法律” 的适用切入

张 　 翔
 ∗

内容提要: 在我国的法典化进程中出现了 “基础性法律” 概念, 以及 “基础性法律

优先适用” 的主张。 法典或者基础性法律, 并不会因其内容的局部根本性而获得宪法

位阶或者高于其他法律的位阶, 最高性是唯有形式宪法才具有的独特规范品质, 以法

典作为合宪性审查依据不能成立。 基础性法律并不当然是 “一般法” , 确定待适用的

具体规范是一般规则还是特别规则, 有赖基于法学方法论特别是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

的精细分析。 既有的规范适用规则足以解决规范冲突的难题, 引入 “基础性法律优先

适用” 规则没有必要, 且会导致更多难题。 法体系的无矛盾性本身就是宪法诫命, 法

学方法问题也都同时是宪法问题; 借助宪法上的平等权、 自由权、 权力分工等规范,
可以在 “合位阶性解释” 特别是合宪性解释层面为法体系内评价矛盾的处理提供助

力。 法典化时代应当更加重视法学内在体系的建构。 现代法治国家的法秩序最终指向

宪法指引下的统一性, 法典化时代的部门法学也应当取向宪法价值辐射下的整体法释

义学。
关键词: 基础性法律 　 特别法 　 体系解释 　 法秩序统一 　 法释义学

一、 问题的提出

　 　 以民法典编纂为开端, 我国立法进入法典化时代。 生态环境法典、 教育法典、 行政基本法

典等法典编纂已列入立法工作计划并稳步推进, 刑法、 刑事诉讼法、 商法等部门法的法典化或

“再法典化” 也成为热点。 伴随法典化进程, 我国实践话语中出现了 “ 基础性法律” 的表述。
“基础性法律” 概念强调法典在特定领域的重要性及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基础性, 其是对各

领域法典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的高度政治评价和清晰宣传定位。 不难设想, 未来编纂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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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领域 “法典” , 都将被宣传定位为 “基础性法律” 。
　 　 除法典外, 当下被称为基础性法律的, 还有行政处罚法、 网络安全法、 民营经济促进法等

法律。 基础性法律并非实定法上的概念, 判断哪些法律是基础性法律也没有清晰的规范性标

准, “ 基础性” 本应被看作强调重要性的修辞。 但是, 一些法学学者对此概念展开实质化建

构, 即试图赋予法典乃至其他基础性法律以特殊的法体系地位。 这突出体现在, 在法典与单行

法、 基础性法律与其他法律的适用关系上, 出现了 “ 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 的主张。 例如,
认为 “当基础性法律与非基础性法律规定上不一致时, 应当优先适用基础性法律, 除非法律

另有特别规定” 。
 

〔 1 〕
 

民法典颁布后修订的民法权威教材中增加了 “ 基础性法律优先于一般性

法律” 的适用规则, 认为如果民法典有规定, 原则上应当直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只有民法

典没有规定时, 才能援引 “一般性法律” ; 如果单行法的规定与民法典的规定有冲突, 则不能

适用单行法, 而应当适用民法典。
 

〔 2 〕
 

至于基础性法律何以被赋予适用上的通常优先性, 有学

者认为, 基础性法律是上位法, 具有高位阶。 例如, 认为民法典属于上位法, 民商事单行法律是

下位法, “作为下位法的特别法, 如果与上位法的一般法发生冲突,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按照上位

法的规定来适用, 而不能按照下位法的规则来适用” 。
 

〔 3 〕
 

还有学者提出了终极性也是颠覆性的

解决方案: 赋予民法典以效力等同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 并将其作为合宪性审查的依据。
 

〔 4 〕

　 　 然而, 在我国宪法确立的法制体系中, 更具体地说, 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 “ 法

律” 的阶层内, 并不存在某些法律是上位法、 某些法律是下位法, 或者 “ 法律” 之间存在任

何位阶高低关系的情形,
 

〔 5 〕
 

遑论某法律可以具有宪法效力。 有民法学者明确指出, 民法典作

为基础性法律, 是 “私法基本法” , “这强调的是民法典在民商法体系中的统率地位, 而不是

指其地位高于单行法” , 民法典与单行法 “两者之间并非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 。
 

〔 6 〕
 

基础性

法律与其他法律处于同一效力位阶。 同一位阶内的规范适用, 只存在 “ 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
“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 “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 的关系, 这既是法学方法论上的基

础共识, 也是我国宪法、 立法法等确立的实定法规范, 对法制定和法适用构成制度性、 规范性

约束。 以纵向的位阶设定来解决横向的规范适用的思路, 恐难免治丝益棼、 抱薪救火的评价,
甚至具有对整个法律体系乃至宪法秩序的颠覆性。 学者们之所以构想出上述方案, 其出发点在

于解决 “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 等无可避免的规范竞合难题。 在法典化时代,
这一难题似乎变得更加突出了, 因而, 学者们的问题意识自然也是明确而正当的。
　 　 此外, 法典化最初主要被看作是 “ 立法—政治” 层面的工作, 而学者们对基础性法律适

用规则的探索又将问题引向了 “ 司法—法学” 的层面, 同时也引向了宪法 ( 学) 层面。 一国

法律体系内的位阶关系、 规范协调, 以及与之紧密关联的法秩序统一问题, 天然是宪法问题,
是宪法对于国家立法权配置和规范效力设定的问题, 是如何在宪法层面看待和解决规范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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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法规范的适用规则问题, 传统上只是司法或者法学方法的问题, 但当代的法学方法论却

认为 “方法问题即宪法问题” 。
 

〔 7 〕
 

如果不能接受法典化导致变动宪法确立的法律规范的层级

体系, 甚至动摇合宪性法秩序的后果, 就必须从宪法角度对基础性法律的适用问题予以关注。
鉴于此, 本文的设问是: 宪法 (学) 能为法典化做什么? 不过, 本文并非在法典编纂层面讨

论立法为什么要依据宪法, 以及宪法对于立法有何边界控制或内容形成的功能, 也不是讨论宪

法规范对部门法适用中的实质判断的影响, 而是聚焦于法律规范的适用规则本身, 探讨法典编

纂以后的体系解释以及宪法之下的法秩序统一。

二、 如何理解法典的 “宪法性” ———根本性与最高性的辨正

　 　 主张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的诸观点尽管存在差异, 但隐含着共同的观念基础。 这种观念基

础的核心在于: 认为基础性法律往往调整着最基础的社会关系, 蕴含着社会生活最基础的价

值, 在国家与社会中承担着宪法性功能, 是社会生活实质意义上的根本法。
 

〔 8 〕
 

既然是根本

法, 为什么不能赋予民法典或其他基础性法律以效力上的宪法位阶? 即使不能如此, 能否至少

令其仅低于宪法而高于其他法律, 或者至少优先适用? 这些设想可被粗略概括为一个命题: 法

典承担着 “宪法性” 功能, 从而可以获得宪法位阶 ( 或者相对于普通法律的高位阶) 。 那么,
这个命题成立吗? 于此需要做一点法律史和法概念的考察。
　 　 (一) 法典何以被看作 “宪法”
　 　 在讨论重要法典的宪法性功能时, 最常被引为例证的是民法典。 在人类法治文明史中观

察, 民法典发挥宪法功能, 乃至作为事实上的宪法而对社会和国家的建构起到基石性作用, 是

确乎存在的事实。 “ 从法律史的发展来看, 民法典被认为奠定了现代社会所赖以立足的基本

‘支柱’ ———所有权、 家庭以及契约。 民法典由此被称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宪法。”
 

〔 9 〕
 

民法典还

实质性地建构和形塑了近代国家。 “ 19 世纪的民法典编纂运动中确立的几大法律制度, 它们对

于以追求自由市场竞争为核心价值取向的新兴资产阶级来说, 是最为重要的———因此也就是

‘宪法性’ ———的法律制度。” “在欧洲 19 世纪中后期的语境中, 民法典在法律体制中具有一

种实质上的 ‘宪法性’ 地位, 这在欧洲学界基本上得到公认。”
 

〔10〕
 

民法因而取得了 “ 世俗宪

法” “民事宪法” “私法根本法” “ 社会宪法” 诸种名号。 民法所承担的 “ 现实宪法” 功能可

以总结为: “民法典推动形成了以市民社会与其权利群为基础、 目的、 转轴, 以政治国家及其

公权力为服务性手段、 上层建筑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间的理想关系, 从私法的角度阐释了国

家权力的运行目的与合法限度, 明确了基本权利在民事生活中的内涵。”
 

〔11〕
 

尽管民法典作为

事实上的宪法只是 18、 19 世纪欧陆的法律史现象, 在进入现代宪法阶段, 特别是宪法审查制

度普遍建立后, 情况已然发生根本性改变, 但这并不能妨碍当下学者在剥离掉 “ 事实的” “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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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 “社会的” 等各种修饰词和限定语后, 仍然提炼出 “民法典是宪法” 的判断。 于此, 必

须辨析的是, “民法典是宪法” 的判断在何种意义上是成立的, 而在何种意义上是不成立的。
这其中关键的因素其实是: 宪法是什么。
　 　 回溯宪法的概念史不难发现, 无论英语、 法语中的 “ Constitution” , 还是德语中的 “ Ver-
fassung” , 都具有多重意涵, 这是人类复杂观念史沉淀的结果。 把民法典看作或称作宪法, 不

过是这种复杂观念史中的一个片段而已。 默恩豪普特总结了宪法的三个传统含义: “ 1. 广泛意

义上的 ‘状态’ 概念; 2 . 文本草拟或起草; 3 . 国家或具有国家性质的共同体的法律秩序和

非法律秩序。”
 

〔12〕
 

格林归纳了从经验性宪法到规范性宪法的观念流变, 指出在现代的规范性

的、 法律性的宪法确立前, 宪法更多是一个全面反映国家政治状态的经验性概念。
 

〔13〕
 

既然宪

法在这个历史时期, 只是指向国家状态的描述性、 经验性概念, 也就不难理解, 在 18、 19 世纪

的欧陆, 一些重要的部门法典 (如奥地利民法典) 会被冠以 “宪法” 的名号。
 

〔14〕
 

“宪法” 的意

涵指向的是一个社会所处的 “基本秩序” “ 基本状态” , 诸如民法典这类重要法典确实也发挥

了奠定一国部分法秩序的功能, 从而可被称为 “ 宪法” 。
 

〔15〕
 

“ 尤其在当时, 法典意味着 ‘ 永

恒性’ 和不变, 意味着现状保障。”
 

〔16〕
 

私法的法典化被认为牵涉 “ 国家宪制” , 普遍立法所

形成的法典确立了稳固、 确定和持续的基本原则, 对于那些 “ 没有真正基本宪法的国家” 具

有宪法性意义。
 

〔17〕
 

欧洲法律史的研究表明, 人们曾交替使用 “ 宪法” 和 “ 法典” , “ 当时人

们对于这两个术语在理解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
 

〔18〕
 

可以说, 如果定位于欧洲法律传统, 特

别是回到欧洲的民族国家法典化的历史阶段, 将民法典描述或者指称为宪法, 是能够成立的。
　 　 (二) 现代宪法的独特规范性: 最高而非根本

　 　 在宪法的概念完成了 “古今之变” 之后, 民法典就不可能在任何规范性意义上再被指称

为宪法了。 “随着启蒙时代法律—政治整个秩序的书面法典化, 在被英文和法文称为 ‘ Consti-
tution’ 的美国 ‘宪法’ ( 1776 年) 和法国 ‘宪法’ ( 1791 年) 的形态中, 宪法这个概念最终

获得了一种经漫长时间酝酿而成的全新品质。”
 

〔19〕
 

此全新品质最为特殊的方面就在于: 最高

性。 这种最高性是人类法律史上的任何法典所不曾具备的, 它使得现代宪法在位阶上永远地区

别于其他的法典。 并且, 民法典宪法名号的丧失, 不仅因为其不曾获得最高性, 还缘于其根本

性的弱化。
　 　 民法学者描述了现代民法典 “现实宪法” 功能的丧失,

 

〔20〕
 

以及民法典在法律体系中的中

心地位的衰落和宪法的取而代之。
 

〔21〕
 

导致民法典地位衰落的最重要因素是特别法的兴起。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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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之外发展出的保护劳动者、 房屋承租人、 消费者、 妇女、 儿童等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弱者

的特别法的出现, 侵蚀了民法典的根基, 导致了 “ 解法典” 的趋向。 而现代宪法除了构建国

家的政制框架之外, 还广泛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方面, 从而以其更全面的根本性取代民法典

而成为法律秩序的基础。 此外, 民法典无法自足地为现代社会确认价值, 也不拥有保障这些价

值实现的自足手段, 故其 “现实宪法” 功能无法在现代社会存续。 现代宪法 “ 兼有充分提炼

社会根本价值、 有效形成并运用保障手段这两大根本法的标志性功能” , 从而也只有宪法才能

承担宪法的功能。
 

〔22〕
 

也就是说, 民法典曾经具有的、 甚至曾为国家建构提供价值基础的充沛

的根本性, 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后逐渐弱化了。
 

〔23〕

　 　 这些民法学者的观察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 如果认为是因为社会变迁导致民法典的根本性

相对衰退而使其丧失了宪法功能, 那么, 论者仍然可以主张, 在现代法秩序之下, 民法典即使

不具有国家和社会全局意义上的根本性, 至少仍具有部分的根本性, 体现着部分的基础价值,
从而仍然具有宪法功能。 前述将民法典仍然视为根本法, 从而推导出其可以作为合宪性审查依

据的观点, 正是建基于此。
　 　 在笔者看来, 真正关键的并非根本性, 而在于现代宪法所独有的、 任何其他法律所不能具

有的特殊规范性: 最高性, 或者说, 至上性。 现代宪法作为规范国家统治行为和法律秩序的最

高法, 并非前述描述性、 经验性宪法的自然延续, 而是 “革命性断裂” 的产物。 “ 现代宪法与

古代宪法的革命性断裂当然在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层面, 也在于其成文 ( 典) 化, 但更为根

本的在于: 现代宪法具备了人类法律史上没有过的独特规范性。”
 

〔24〕
 

此种独特规范性, 或者

说全新品质的核心, 就是现代成文宪法相对于一切国家行为, 也包括对一切法律的高位性或者

优先性。 宪法作为 “人民的法律” 具有优先于一切国家行为的效力。 国家的统治转化为宪法

委托的任务, 宪法成为统治正当性的来源。 只有当统治者在宪法委托的范围内行使权限, 其他

人才会遵守其统治行为。
 

〔25〕
 

需要注意的是, 此种最高性的承载形式, 只能是经由制宪权的行

使而被制定出来的宪法典, 或者说形式宪法。
　 　 现代宪法的性质当然在于其根本性, 宪法为国家的统治, 乃至社会、 经济、 文化等一切领

域确立基本价值, 全局性地供给着基础性的原则和规范。 但是, 是否具有根本性是一个实质性

判断, 在观念上为根本性内容划定清晰的范围是不可能的。 即便我们并非身处 18、 19 世纪的

欧洲, 即便已经有了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的宪法典, 也依然无法排除其他法律包含

根本性内容的可能性, 也无法排除基础性法律观念的存在。
 

〔26〕
 

在民法学主张民法典包含根本

性内容之外, 其他部门法学完全可以主张罪刑法定、 税收法定、 公平竞争、 生态文明或一些别

的内容是根本性内容, 实际上, 这些内容也经常被论证是 “ 宪法性” 的。 但是, 此种 “ 宪法

性” 只是就根本性而言的, 而非最高性。 “ 宪法之最高法的地位意味着, 《 宪法》 之外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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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前引 〔 11〕 , 张力文, 第 110 页。
实际上, 民法典具有现实宪法功能是欧陆的法律史现象。 在中国, 民法并不曾具备此种地位。 相反, 民法的价值

基础往往是由宪法先确立的。 如果没有宪法对所有制、 市场经济、 财产权、 人格尊严的规定, 相关民事立法很难

展开。
张翔: 《 宪法概念、 宪法效力与宪法渊源》 , 《 法学评论》 2021 年第 4 期, 第 27 页。
参见前引 〔 13〕 , 格林书, 第 16 页。
例如, 美国学者将一些极其重要的国会立法称作 “ 超级立法” 。 参见左亦鲁: 《 宪法渊源还是宪法解释? ———一

个功能替代的角度》 , 《 中国法律评论》 2022 年第 3 期, 第 180 页。



虽有可能承担宪法性功能, 但它们并非真正的最高法规范, 否则是否被写进 《 宪法》 将毫无

意义。”
 

〔27〕
 

成文宪法作为一种新类型的法律, 在法律规范体系中创造了一个最高的规范层级,
可以称之为 “宪法位阶” 。 具有宪法位阶的规范来自于人民制宪权的创造, 而立法机关制定出

来的规范当然就不具有宪法位阶。 具有宪法位阶的规范, 只能来自于具有最高效力的宪法典,
也就是形式宪法。 换言之, 完全可以主张某些部门法的内容具有 “ 宪法性” , 但此种宪法性最

多是部分的根本性, 而绝不可能是最高性。 因此, 尽管有民法学者认为, 宪法的名与实并非严

格对应, 并且极力论证 “民法典调整了最基础的社会关系” “ 确立了法治的基础性价值” “ 配

置了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具” “提供了最基础的法典化技术” ,
 

〔28〕
 

但都不可能由此主张民法典

可以具有最高性, 或者说, 具有宪法位阶。
　 　 (三) 法典所不可企及的宪法位阶

　 　 上述分析可以概括为两点: ( 1) 从根本性 (或基础性、 重要性) 并不能当然导出最高性;
( 2) 即使存在实质宪法, 其也不具有形式宪法的法律位阶。 此处还有必要对实质宪法和形式

宪法的概念略作澄清。 将民法典指为 “ 承载实质宪法的文本” 于宪法观上其来有自。 在形式

宪法与实质宪法的二分中, 形式宪法是指那个以宪法为名的单一法典, 而实质宪法则指向一切

实质上具有宪法功能的法律规范。 但是, 即使将宪法功能非常狭窄地界定为对国家统治的确

立、 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以及人权保障, 实质宪法的所指就已漫无边际; 而如果以根本性、 基础

性乃至重要性为标准, 则法律规范、 制度, 乃至事实状态无不可为宪法, 形式上有没有宪法也

就没有意义了。 在此意义上, 实质宪法概念的存在对于宪法秩序是有颠覆性的。 从而, 现代的

法律性宪法的概念会高度强调其形式性, 或者说成文性, “书面性已经浓缩成为宪法的本质特

征” , 乃至于强调形式宪法就包含了一切实质宪法, “ 在宪法问题中, ‘ 形式就是实质’ ” ,
 

〔29〕
 

甚至于宪法这个概念 “在语言上不再需要客体, 而是代表它本身” 。
 

〔30〕

　 　 必须看到, 此种强调宪法的成文性、 封闭性和唯一性的形式主义宪法观, 在法哲学上仍然

存在所谓 “自我指涉的难题” 。
 

〔31〕
 

即使是在宪法学者中, 也存在对彻底的形式主义宪法观的

质疑。 有学者提出 “要承认形式宪法或名义宪法之外的制定法提供实质宪法的可能性” , 并对

民法学者主张的 “民法典不具有宪法功能而仅仅是宪法实施” 作出了批评。
 

〔32〕
 

但是, 这些疑

问和讨论, 只是就应否承认实质宪法、 如果承认则其范围如何, 乃至一国法律体系中哪些内容

的重要性、 基础性甚高而应具有根本性意义上的 “ 宪法性” 等问题的讨论, 而绝不包含将实

质宪法在效力上等同于形式宪法的可能性。 “ 根本性与至上性毕竟是两种属性, 不应混为一

谈” ,
 

〔33〕
 

赋予宪法典以外的法律或者别的什么事物以法效力上的最高性, 都是不可能的。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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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陈景辉: 《 法典化与法体系的内部构成》 , 《 中外法学》 2022 年第 5 期, 第 1190 页。
前引 〔 4〕 , 黄忠文, 第 59 页以下。
前引 〔 12〕 , 默恩豪普特等书, 第 244 页。
同上书, 第 205 页。
参见冯威: 《 法律渊源的冗余与宪法的自我指涉———从宪法渊源回归宪法原则规范与宪法解释》 , 《 中国法律评

论》 2022 年第 3 期, 第 142 页。
黄明涛: 《 形式主义宪法观及其修正———从 “ 宪制性人大立法” 说起》 , 《 中国法律评论》 2022 年第 3 期, 第 158
页, 第 160 页。
同上文, 第 155 页。 当然, 实质宪法的内容有可能通过宪法解释而被作为形式宪法的内涵。 但是, 即便如此, 其

最高性的获得, 仍然是基于作为宪法唯一效力渊源的形式宪法, “ 其作为合宪性审查依据的效力并非来自自身,
而是来自宪法典的最高效力” 。 参见张翔: 《 宪法渊源作为方法》 , 《 中国法律评论》 2022 年第 3 期, 第 124 页。



法学的规范性讨论中, 应当避免形式宪法与实质宪法的概念游移和任意替换。

三、 法典是否当然是一般法———适用规则与方法论的辨析

　 　 从基础性法律具有部分宪法功能不能推导出其具有宪法位阶, 从基础性法律具有根本性,
不能推导出其具有最高性或者 “高位阶” 。 但是, 学者们之所以主张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 原

因还在于, 他们认为同位阶规范的既有适用规则, 也就是法理念中固有而在立法法中确立的特

别法排斥一般法、 新法排斥旧法规则, 以及新的一般法与旧的特别法的适用与裁决规则, 不足

以解决基础性法律在具体适用中的难题; 进而, 不能保证基础性法律起到在规范和价值上统合

特定领域法秩序的作用, 不能维护法典在特定法领域的 “ 统率” 地位, 最终不能发挥法典编

纂所期待的基础性作用。 在笔者看来, 将法典或者基础性法律当然地看作一般法是一种误解。
消除此误解后会发现: ( 1) 在法学方法的技术支撑下, 既有规则的精细和充分的适用, 足以

解决基础性法律的适用难题; ( 2) 引入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的规则不仅不必要, 还会导致更

多问题。
　 　 (一) 基础性法律并不当然是一般法

　 　 相关讨论往往将法典或基础性法律当然地看作一般法, 进而认为, 依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

的规则会导致基础性法律被普遍排除适用的结果。 例如, 认为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各

商事单行法之间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认为 “ 基础性法律具有综合性和全域性, 非基础

性法律具有特殊性, 多是针对具体领域的专门立法。 因此, 对于基础性法律而言, 非基础性法

律即为特别规定。 在这种情形下, 如果依然按照 ‘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的适用规则, 就会导

致在法律适用中基础性法律的规定被非基础性法律的规则取代” 。
 

〔34〕
 

几乎是为了 “ 对冲” 此

种特别法排斥一般法的效果, 论者才会主张基础性法律的效力优位性, 认为民法典对包括公司

法等在内的其他民商事法律产生上位法的约束作用, 并产生对下位法的排斥效应。
 

〔35〕
 

但是,
严格来讲, 一般还是特别, 不能就整部法律 ( 包含法典和单行法) 笼统而言, 而是要具体到

个别规范、 个别条文来作精细判断。 在具体的法适用语境中, 不应简单地认定某部法律是 “ 一

般法” 或是 “特别法” , 而是需要分析待适用的具体规范是 “一般规则” 还是 “特别规则” 。
　 　 仍以民法典为例。 民法典第 11 条规定: “ 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 依照其规

定。” 这条规定能否被理解为是概括性地将民法典确立为民商事法律体系中的一般法, 从而其

他法律都是特别法? 有学者指出, 此种理解会导致 “ 只要其他法律与民法典规定不一致, 就

要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的后果, “民法典将完全被单行法架空, 形同虚设” ,
 

〔36〕
 

“ 单行法都

可以代替 《民法典》 , 《民法典》 的基础地位就不复存在” 。
 

〔37〕
 

这种批评是正确的。 实际上,
“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 的表述, 并非笼统地将法律区分为一般法和特别法, 而是要求就

具体规定来具体判断。 民法典的规定与其他法律的规定之间是否存在一般与特别的关系, 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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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前引 〔 8〕 , 陈宇博文, 第 16 页。
参见龙卫球: 《 论 〈 公司法〉 修改与 〈 民法典〉 的适配关系》 , 《 中国法律评论》 2024 年第 5 期, 第 26 页。
前引 〔 6〕 , 王利明文, 第 9 页。
王利明: 《 论 〈 民法典〉 实施中的思维转化———从单行法思维到法典化思维》 , 《 中国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3 期,
第 14 页。



所规范的事项内容作具体分析。 举例来说, 民法典第 1053 条规定, 违反重大疾病婚前告知义

务导致婚姻可撤销, 这实际上取消了我国长期存在的强制婚检制度。 但是, 母婴保健法第 12
条仍然规定 “ 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 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 。 那

么, 是否可以认为母婴保健法是特别法, 而民法典是一般法, 从而得出应适用前者的结论

呢?
 

〔38〕
 

实际上, 这两个条文是对同一事项作出的规定, 并不存在包含关系, 从而不构成一般

与特别的关系, 不存在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的可能。 这里只需要适用新法优于旧法规则

就能简单解决问题。 “如果新法对于有关的事实关系做了完全的调整, 则新法应完全地替代旧

法。”
 

〔39〕
 

针对同一事项的两个规范中, 民法典第 1053 条是新法, 应被适用。
 

〔40〕
 

简言之, 不

存在笼统的 “一般法与特别法” , 只存在具体的 “ 一般规则与特别规则” , 不应该将基础性法

律不假思索地指称为一般法。
　 　 (二) 既有的适用规则是否不敷适用

　 　 在消除法典或基础性法律当然是一般法的误解后, 不以法律整体去判断一般法与特别法,
而是在个别的、 具体的规范层面去认定一般规则与特别规则, 应当可以解决基础性法律适用的

部分争议。 虽然距离所有难题的解决还很远 (这有赖于各部门法释义学的持续作业) , 但这提

示我们: 应该认真对待来自人类法治文明久远传统的、 有着明确实定法依据的规范冲突适用规

则, 而不是轻易引入新规则。
　 　 即便来到具体规范的层面, 是否存在一般与特别的关系, 往往也非基于法律条文就能一目

了然, 而要依赖法律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 “实证法当中的竞合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解释问题

交织在一起。 不同的规范彼此之间是否有抵触, 常常取决于这些规范是如何被解释的。”
 

〔41〕
 

法律解释的古典规则早就指出, 对规范的解释应尽可能避免规范之间出现冲突。 这首先意味

着, 宜通过对各规范的构成要件的解释来防止冲突的形成, 而不是轻易将它们解释为相互冲突

的规则。 “法律的适用当然不只是确定某种简单的优先 (位) 规则 ( Vorrangregel) ” , “还要对

退让的规范进行限制性解释, 或是对于得以贯彻的规范进行扩张解释” 。
 

〔42〕
 

如果初步的文义

解释无法避免规范之间的竞合, 那么仍然可以继续运用其他解释方法排除冲突。 此时, 历史解

释和目的解释的方法尤为重要。
 

〔43〕
 

“ 如果这两个规范在规范等级制度中具有相同的位阶, 如

两个都是单纯的法律, 就只有合目的性的衡量与历史解释可以作为此一决定的标准。 前者, 也

就是目的解释; 后者, 则是要回溯到立法者的意思。”
 

〔44〕
 

　 　 举一例尝试说明。 我国民法典第 188 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为 3 年,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

照其规定” 。 据此, 产品质量法第 45 条, 国家赔偿法第 39 条第 1 款, 民用航空法第 13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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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关争议的梳理, 参见屠振宇: 《 〈 民法典〉 实施后强制婚检的合宪性争议》 , 《 苏州大学学报 ( 法学版) 》
2024 年第 1 期, 第 28 页以下。
[ 德] 齐佩利乌斯: 《 法学方法论》 , 金振豹译, 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57 页。
参见前引 〔 6〕 , 王利明文, 第 10 页。
前引 〔 39〕 , 齐佩利乌斯书, 第 57 页。
[ 德] 英格博格·普珀: 《 法学思维小学堂: 法律人的 6 堂思维训练课》 , 蔡圣伟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年版,
第 149 页。
参见 [ 德] 魏德士: 《 法理学》 , 丁晓春、 吴越译, 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328 页; 前引 〔 39〕 , 齐佩利乌斯

书, 第 55 页。
[ 德] 英格博格·普珀: 《 法学思维小学堂: 法律人的 6 堂思维训练课》 , 蔡圣伟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58 页。



第 171 条, 保险法第 26 条第 1 款关于诉讼时效为 2 年的规定, 似乎从文义即可判断为特别规

定, 从而排斥民法典诉讼时效为 3 年的一般规定。 但是, 基于历史解释会发现, 诉讼时效为 2
年的规定实际上来自 1986 年民法通则 (已废止) 第 135 条。 这些规定只是旧的一般规定在单

行法中的重复, 并不特别, 从而在法解释上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 在民法典对诉讼时效作

出新的一般规定之后, 关于诉讼时效为 2 年的规定并不应该被视为特别规定, 从而也就不产生

所谓 “新的一般法与旧的特别法” 冲突的问题。 在不构成特别法的情况下, 就应当适用新法。
此种解释, 同样可以基于民法典具有法律革新的意图而得到目的论上的补强。 与此不同, 海商

法中关于时效的规定则自始就有其特殊的事实和目的考量, 而民法典并未试图改变这一点, 从

而其仍为排斥一般规定的特别规定。
　 　 上述强制婚检和诉讼时效两个例子自然容有争议, 但笔者于此并非想讨论某特定规范竞合

问题的解决方案, 而是想说明, 既有适用规则及其所关联的法学方法仍然是有效的; 在基础性

法律的适用问题上, 应当更多致力于既有规则在具体争议上的精准和务实的应用。 实际上, 在

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的主张出现之前, 在我国的法律实务和学理上, 已有相当丰富的对既有适

用规则具体适用的探索。 例如, 《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 法 〔 2019〕 254 号,
以下简称 “九民纪要” ) 就对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适用关系作了较为详细的分解, 既笼统认为

二者 “是一般法与商事特别法的关系” , 原则上应当适用特别法, 又在具体规范适用的层面指

出应当注意例外情况: “一是就同一事项, 民法总则制定时有意修正公司法有关条款的, 应当

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 “二是民法总则在公司法规定基础上增加了新内容的, ……也应当适

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
 

〔45〕
 

此种思路, 就是对适用规则的具体分析, 而非含混笼统的思路。 我

国学者在 “狭义法律之间不存在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 的认识下, 也多有对适用规则在中

国法体系下的建构。
 

〔46〕
 

伴随法典化的进程, 此种对规范竞合适用规则在中国法秩序中的具体

应用的探索, 应当持续展开。
　 　 考诸法学方法论著述, 针对我国法典适用的理论焦虑, 可以初步检索和概括出这样一些可

资借鉴的规则: ( 1) 单行法的规定未必都构成特别法。 只有在法典规定的适用范围完全覆盖

了单行法规定的适用范围, 并且超越了后者的适用范围的情况下, 单行法的规定才构成特别

法。 一部法律很少会在文义上及其完整的适用范围上抵触另一部法律;
 

〔47〕
 

( 2) 要精细区分特

别法与一般法关系的不同情形, 特别是区分纯粹的特别法关系与部分的重叠关系;
 

〔48〕
 

( 3) 如

果规定的是同一事项, 则不存在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 而是构成新法对旧法的取代;
 

〔49〕
 

(4) 确实存在规范竞合时, 也应从法律后果上区分累积性竞合、 选择性竞合和排斥性竞合,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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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民纪要” 之 “ 一、 关于民法总则适用的法律衔接” 第 3 点。
参见李宇: 《 〈 民法总则〉 与其他民事法的适用关系》 , 《 法学》 2017 年第 10 期, 第 22 页以下; 毕经纬: 《 〈 民

法典〉 视域下的规范竞合》 , 《 江海学刊》 2022 年第 5 期, 第 176 页以下; 谢鸿飞: 《 后 〈 民法典〉 时代的中国

民法学: 问题与方法》 , 《 社会科学研究》 2021 年第 1 期, 第 12 页以下; 刘志刚: 《 法律规范冲突解决规则间的

冲突及解决》 , 《 政法论丛》 2015 年第 4 期, 第 92 页以下; 杨解君、 蒋都都: 《 〈 行政处罚法〉 面临的挑战与新

发展———特别行政领域行政处罚应用的分析》 , 《 行政法学研究》 2017 年第 3 期, 第 29 页。
参见前引 〔 44〕 , 普珀书, 第 58 页; 上引刘志刚文, 第 97 页; 上引杨解君等文, 第 29 页。
参见 [ 奥] 恩斯特·A. 克莱默: 《 法律方法论》 , 周万里译, 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79 页。
参见梁展欣: 《 论民法规范的竞合》 , 《 法律适用》 2021 年第 2 期, 第 107 页。
参见朱庆育: 《 民法总论》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552 页以下; 黄茂荣: 《 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 , 2021
年自版, 第 343 页以下。



其中规范适用的真正难题, 主要存在于法律后果相互排斥的情况下。 这些适用规则的具体应

用, 需要在个案中基于相关的解释素材作出具体情形下的澄清, 且都要基于对个案中待适用法

条的恰当解释, 分析立法者在目的上是否有特别考量从而应当确定特别规则的存在, 即要从法

律的发生史角度分析立法者是否有异于旧法的规整意图。 所有这些, 都建基于法学方法上的精

细工作。
　 　 类似的关于规范竞合适用规则的探索, 在各国的法典化进程中普遍存在。 其中, 从分散的

单行法到统一的法典的编纂, 必然会出现 “新的一般法与旧的特别法冲突” 的情形, 这被视为

法典编纂后最为棘手的规范竞合问题, 我国民法学者也称之为 “民法典适用的真正难题” 。
 

〔51〕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考诸人类编纂法典的历史, 不难发现处理此难题的既有经验。 例如, 在

德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 保罗·厄尔特曼在 《 论 “ 新一般法不废除旧特别法” 原则及其对

〈德国民法典〉 的意义》 一文中, 就对 “新的一般法与旧的特别法冲突” 背景下的规范适用作

了具体分析。 他认为, 如果民法典没有对之前的特别法作出明确废止的规定, 新法与旧法的兼

容性需通过法律解释原则来判断; 应该以 “ 最小化法律冲突” 作为推定原则, 立法者若未明

确废止特别法, 应推定其认可特别法的例外价值。 这是因为, 特别法针对特定领域 ( 如金融

市场、 消费者保护) 的设计具有独立政策目的; 但如果新法的原则无法容纳既有的例外类型,
则应当适用新法。

 

〔52〕
 

概言之, 新法优先规则与特别法优先规则之间并不存在通常的优先次

序, 而是存在一种有条件的优先性关系。
　 　 从人类法典编纂与适用的既有经验中, 不难找到对我国民法典适用有启发借鉴意义的方

案。 当然, 必须认识到, 在不同国家、 不同领域的法典编纂背景下, 各自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或

者主要矛盾或许存在不同。 从前述厄尔特曼的论断看, 他所担心的是新的民法典冲击既有特别

法规范下已然形成的稳定的社会关系, 而在我国民法典颁布后, 学者们更多担心的是民法典能

否在法秩序中得到充分贯彻, “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 的主张正是由此而来。 然而, 即便从我

国民法学者的担忧出发而取向于民法典被更充分适用的推定, 依然能在既有的适用规则下找到

妥当的释义学方案。 于此, 首先可以思考的是, 民法典究竟在何种范围上对旧的单行法作出了

废止。 首先被想到的自然是民法典第 1260 条。 该条规定, 自民法典施行之日起, 婚姻法等 9
部法律同时废止。 但是, 新的法典废止旧法的范围并不限于此种条文明示, 在此种 “ 形式废

止” 之外, 学理上还可以证成 “实质废止” 的存在。
 

〔53〕
 

这当然包括前文已提及的新法与旧法

就同一事项都作出规定的情形, 如果法律后果冲突, 就说明立法者有废止旧法的意图; 甚至

于, 即使立法者都未意识到新法与某旧法构成冲突, 也可能在具体适用情形下产生排斥旧法的

效果;
 

〔54〕
 

进一步地讲, 即使并不存在形式废止, 也难以认定实质废止, 仍然可以从法典化本

身是试图在某一法律领域形成全面的、 普遍的新的规整, 形成推定优先适用新的法典的适用立

场。 我国学者也指出, 即使不能推断出立法者有修改旧法的意图, 但如果社会情势相较于旧法

制定时发生了重大变更, 且适用新的一般法的规定更有利于实现立法目的, 那么也应当适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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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55〕
 

在精细的具体分析下, 新的一般法与旧的特别法的冲突的解决, 有时候会表现为 “ 新

法废止旧法” 的规则被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 “吸收” , 但在例外情况下, 则有发生 “ 一般新

法” 废止 “特别旧法” 的可能。
 

〔56〕

　 　 (三) 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可能导致的问题

　 　 如果能在具体规范的层面充分运用法律解释 ( 特别是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 的方法, 特

别法优于一般法、 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 就足以解决法典或者基础性法律的适用难题, 而新的

一般法与旧的特别法的冲突情形, 也并非如抽象思考中那样普遍而激烈。 纵然确乎存在此种适

用难题, 通过对法律变迁中立法者的规整目标的精细考察, 当可提出妥当的解决方案, 而基础

性法律所应该起到的在规范和价值上统合特定领域法秩序的作用完全可以达成。 “ 如无必要,
勿增实体” , 如果既有规则能够解决问题, 引入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的新规则就是不必要的。
进一步还应该看到, 引入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规则会带来方法论和法体系所不能承担的消极

后果。
　 　 1.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和新法优于旧法规则被实质性取消

　 　 “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说” 主张赋予基础性法律以上位法地位。 必须指出的是, 上位法

相对于下位法是具有绝对优先性的。 “如果某个规范相较于其他规范具有较高的位阶, 那么这

个规范相对于低位阶的规范便得以贯彻。”
 

〔57〕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与新法优于旧法、 特别法优

于一般法并不是同一层次的适用规则。 “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准则优先于其他两个准则, 也

即只要两个法律规则具有位阶上的高低, 就无需再考虑时间关系和逻辑关系。 这是由法秩序的

阶层构造决定的。”
 

〔58〕
 

关于特别法与一般法、 新法与旧法关系的讨论, 是以被比较的双方处

于同一位阶为前提的。
 

〔59〕
 

在本属于同一位阶的特别法与一般法、 新法与旧法关系中, 引入实

质上是协调上下位阶关系的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规则, 直接改变了前提, 也就取消了既有规

则。 在实证法上, 这不仅是没有依据地将法律位阶强分为了基础性法律和其他法律两个位阶,
还实质性地废除了立法法第 103 条。 在法律效果上, 引入这一规则意味着, 任何其他法律作出

特别规定, 或者任何后来的法律作出新的规定, 都是无意义的, 因为在上位法优位的原则下,
下位法作出任何不同的规定, 都只能被视为 “抵触上位法” , 应按照立法法第 107 条的规定予

以改变或者撤销。 如果特别法优先适用规则和新法优先适用规则被实质性取消, 学者们所担忧

的基础性法律不能被充分贯彻的问题当然就被解决了, 甚至于 “ 解法典化” 的可能性也不存

在了。 但是, 法律体系也会就此失去回应特殊规整需求和新的时代要求的能力。 法典编纂以形

成具有普遍性规范为核心, 但在形成清晰一致的体系化的普遍性规范之外, 还必须兼顾针对特

定事物规律的具有灵活性的特别规范,
 

〔60〕
 

取消法典的革新性和灵活性, 绝非法治建设的可欲

目标。
　 　 2. “例外规定” 的解法典化效应被放大

　 　 主张基础性法律是上位法而应优先适用的学者当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例如, 在讨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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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与公司法的关系时, 认为在民法典有一般规定的情况下, “ 除非这些规定本身存在例外授

权, 所谓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 新法优于旧法’ 的原则均无适用余地” 。
 

〔61〕
 

但是, 论者似

乎也无法接受既有的规范适用规则被完全取消的后果, 从而又进一步主张: 如果基础性法律作

了例外规定, 则可以适用特别法。 “如果 《民法典》 存在例外规定或授权, 那么在此范围则应适

用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 《公司法》 可以据此来保留冲突规则, 甚至进一步根据授权予以强

化。”
 

〔62〕
 

也就是, 在以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规则实质性取消了特别法优先适用的规则后, 又

通过民法典中的授权条款或者例外条款为特别法优先适用规则保留了适用的空间。
 

〔63〕
 

然而,
这种 “打补丁” 的方式会导致新的问题。
　 　 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说的出发点是对法典化价值的追求。 然而, 例外、 授权、 参照适用、
引致条款的存在对于法典化本身是不利的。 有学者将民法典大量援引其他法律的负面效应概括

为以下方面: “损害民法典的基本法地位和形象” “ 减损法典化的价值和功用” “ 增加主体寻

找法律的困难, 损害法典的易懂性和可达性” 。
 

〔64〕
 

特别是, 此种例外或者授权规范, 意味着

对法典的适用范围的窄化, 民法典大量援引单行法会导致民法典基本地位的消解, 促进单行法

“微体系” 的壮大, 加速 “解法典化” 的趋势。
 

〔65〕
 

如果希望维护法典的权威, 对于这些例外

规定, 应该通过法律解释来尽可能精细地识别具体情形下是否存在特别规定, 而非一律地视作

特别法。 法学方法论上关于 “ ‘例外规定’ 应做狭义解释, 而且不能类推适用” 的规则, 出发

点也在于维护一般规则的普遍性, 防止特别规则掏空一般规则。
 

〔66〕
 

然而, 论者所主张的将例

外或者授权规定一律当作特别规定并予以强化的方法论处理, 实际上放大了这些条款对于法典

的冲击。 为了实现法典化价值而主张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 但又借助 “ 例外条款” 来保留特

别法规则, 一方面仍然一般性地取消了立法者针对特殊领域予以特殊规整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又让 “例外条款” 成为解法典化的有力工具。 将例外或者授权规定当然地作为特别法, 与维

护法典价值背道而驰; 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说的出发点, 与最终的法效果南辕北辙。
　 　 3. 基础性法律之间发生冲突的难题

　 　 引入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规则可能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 如果多个基础性法律之间发生冲

突, 应当如何适用? 在民法典编纂完成之后, 我国各领域的法典化正在蓬勃推进。 这些法典必

将获得基础性法律的定位。 那么, 一旦这些基础性法律相互之间发生规范冲突, 应如何处理?
如果适用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规则, 则哪一部基础性法律应当优先适用? 这种情况下, 必然还

得回到特别法优先适用规则和新法优先适用规则中去讨论, 仍然须判断在特定事项的规制上,
哪部基础性法律是特别法。 这也最终说明了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的不可能和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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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5〕
〔66〕

前引 〔 35〕 , 龙卫球文, 第 27 页。
前引 〔 35〕 , 龙卫球文, 第 31 页。 在行政处罚领域, 也有同样的主张。 参见前引 〔 1〕 , 胡建淼文, 第 7 页以下。
民法学界也多称这类条款为 “ 参照适用条款” “ 引致条款” “ 援引条款” 等, 其常见文本表述是 “ 法律另有规定

的” “ 依照……的法律规定” 。
石佳友: 《 民法典的立法技术: 关于 〈 民法总则〉 的批判性解读》 , 《 比较法研究》 2017 年第 4 期, 第 136 页。
参见前引 〔 9〕 , 石佳友文, 第 17 页。
参见 [ 德] 卡尔·拉伦茨: 《 法学方法论》 , 黄家镇译, 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446 页以下。 尽管拉伦茨认为

这一规则过于空泛, 需要考虑扩大适用或类推适用的可能性, 但仍然强调应确保一般规则有尽可能广泛的适用范

围; 仅在有充分的立法理由认为, 在特定的、 被严格限定的案件类型中一般规则不可行和不恰当, 才可以适用特

别规则。



四、 体系解释与宪法下的法秩序统一

　 　 尽管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说难以成立, 其却具有这样的学理意义: 将法适用的问题指向了

宪法层面, 并引导我们去思考法典如何借助宪法的权威去维护其基础性地位。 由此也就有必要

探讨: 宪法对于基础性法律的适用有着怎样的影响, 对问题的解决能够提供怎样的助力。
　 　 法律规则的 “一般—特别” “新—旧” 关系在人类法治文明中久已存在, 但在现代法治背

景下讨论该问题, 必须引入新的关键性因素———宪法。 前述竞合规范的适用关系, 在部门法层

面, 是该领域规范的体系解释 ( 当然也关联其他解释方法以及法律续造) 问题。 需要注意的

是, “适用一个法条, 实际上就是适用整个法秩序” ,
 

〔67〕
 

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是 “以宪法为统

帅” 的,
 

〔68〕
 

现代的法秩序是所谓 “合宪性法秩序” , 是 “形式和实质上合宪的法律规范的总

和” 。
 

〔69〕
 

从而, 处理法典与单行法的适用关系, 消除法体系内的规范冲突, 乃至构建宏观的

法秩序统一, 都须具备宪法视角。 以宪法的眼光重新审视法律规范的适用规则, 首先要意识

到: 这些最初来自法理念的适用规则, 已然转化为规范性的宪法诫命, 而与之关联的法学方法

问题, 也无不同时是宪法问题; 进而, 借由法律的合宪性解释, 宪法关于法律的平等适用、 权

力分工以及基本权利的规定, 都能为规范冲突的解决提供助力。 正是在此意义上, 服务于法规

范适用的法学方法论会将宪法统一作为最高的解释原则。 法典化所追求的体系化须观照整体法

秩序, 法典化时代的法秩序统一也须在宪法的指引下完成。
　 　 (一) 法体系的无矛盾性作为宪法诫命

　 　 法体系的内在一致, 是朴素的法治理念, 而在现代宪法下, 也被看作平等权 ( 原则) 的

规范要求。 前文所论及的法律规范适用的各种规则, 其目标都是实现体系解释意义上的 “ 无

矛盾性” 。
 

〔70〕
 

体系解释要将孤立的、 无组织的、 混乱的众规范作为整体去思考, 从而形成尽

可能统一的 “意义构造” , “避免那些有评价矛盾和目的性方面不一致的解释, 进而避免有损

整个法秩序说服力和接受度的解释” 。
 

〔71〕
 

人类对于秩序的需求, 转化为了对法体系的确定性、
安定性的期待。 特别法与一般法、 新法与旧法协调规则的存在, 就是为了消解法体系的内在

矛盾。
　 　 当代的法学方法论更进一步, 将法体系的无矛盾性看作宪法诫命。 这首先表现为, 将法体

系的无矛盾性视作宪法规定的平等权 ( 原则) 的要求。 卡纳里斯认为, 评价矛盾构成对平等

律的违反, 而且平等律公认既是法理念的外溢, 也是德国基本法的组成部分。
 

〔72〕
 

他所指的即

德国基本法第 3 条第 1 款所规定的 “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 宪法的平等诫命甚至被看作整个

法学方法论的正当性基础: “ 《基本法》 第 3 条第 1 款的宪法规定要求司法对于同样的事实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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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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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S. 15.
参见吴邦国: 《 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的讲话》 ( 2011 年 1 月 24 日) , 《 人民日报》 2011 年

1 月 27 日第 2 版。
BVerfGE

 

6,
 

32
 

( 32) .
参见前引 〔 42〕 , 普珀书, 第 146 页以下; 黄辰: 《 法秩序矛盾的类型与化解路径》 , 载陈金钊、 谢晖主编: 《 法

律方法》 第 46 卷, 研究出版社 2024 年版, 第 181 页。
前引 〔 48〕 , 克莱默书, 第 56 页。
参见 [ 德] 克劳斯-威廉·卡纳里斯: 《 法学中的体系思维与体系概念: 以德国私法为例》 , 陈大创译, 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24 年版, 第 125 页。



对待。 只有当法律适用者明确地列举出其依据和规则, 才可能检验和确保平等对待” ;
 

〔73〕
 

所

有规范形成一个统一体系于此尤其重要, “内部存在矛盾的法律秩序将损害对一切公民的、 统

一的法律标准的要求, 并因此损害法律平等的要求” 。
 

〔74〕
 

宪法上的平等权的基本要求是所谓

“对相同事物作同样对待、 对不同事物作不同对待” , 这首先要求法律的适用者必须清晰说明

其所援引的规范, 公开其适用这些规范的步骤和规则, 以保证 “ 以相同的方式对类似的事实

进行判断和裁决” ;
 

〔75〕
 

同时也意味着, 对于相互冲突的规范, 法律适用者要通过对事实上是

否相同或者不同的判断, 来决定适用一般规则或者特殊规则, 以及对其他的复杂的适用情形作

出规范排除的判断。
 

〔76〕
 

我国宪法第 33 条第 2 款亦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

律平等” , 其字面意义就包含法律适用上的平等。 进而, 我国立法法第 5 章中关于 “ 规定不一

致” 的适用规则的多项规范, 也都可以看作是宪法平等权的规范要求。 很多国家的实定法上

并没有规定法律规范的适用规则而只能诉诸法理念解决 “ 规定不一致” 的问题, 我国立法法

则直接依据宪法而将适用规则予以了实定化。 遵守这些规则, 也就是在贯彻宪法的平等要求。
　 　 (二) 法学方法论的宪法理由

　 　 除了宪法上的平等要求, 法学方法论的诸多理念和规则, 都有其宪法维度; 或者如卡纳里

斯所言, 既可以从方法论角度看, 也可以从宪法角度看。
 

〔77〕
 

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
新近的法学方法理论都认为: “法学方法必须首先从国家法以及宪法的视角予以观察。 法学方

法论当中, 部分具体的观点也都直接或间接地起源于宪法。”
 

〔78〕
 

这首先会指向宪法上的分权

原则和民主原则。 法学方法论讨论的基本前提是, 司法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 法律适用要受法

学方法论的约束。 以现代宪法的眼光看, 这是宪法的分权原则和民主原则的要求: 宪法对于国

家权力的配置区分了法制定和法适用, 制定法律规范的优先权在立法机关, 负责法适用的司法

机关不得借由解释侵夺立法的功能, 这是法适用必须遵守法学方法的宪法基础, 解释方法上的

恣意会损害国家法治的民主正当性。
 

〔79〕
 

除了这些较为抽象的价值原则, 在更具体的议题上,
方法问题也会表现为宪法问题。 例如, 刑法上的罪刑法定在方法论上对法官造法构成严格限

制, 具体而言, 刑法的文义界限是区分适当的法解释与失当的构罪的法续造的标准, 而其宪法

上的理由乃是 “重要性理论” , 也就是认为那些严重干预宪法基本权利的事项, 仅能由立法者

作出规定。
 

〔80〕
 

在民法领域, 宪法关于 “人的尊严” “人格自由发展” 的模糊规定, 成为法律

和法律行为的解释原则乃至漏洞补充的依据。
 

〔81〕
 

除此以外, 被引为法学方法论的宪法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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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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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 72〕 , 卡纳里斯书, 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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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萨伊内克主编: 《 民法方法论: 从萨维尼到托依布纳》 上册, 刘志阳、 王战涛、 田文洁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3 年版, 第 23 页。
参见前引 〔 78〕 , 默勒斯书, 第 18 页以下。
参见前引 〔 79〕 , 吕克特等主编书, 第 233 页以下。



还包括人民作为主权者对于司法公开性的要求, 以及与此关联的法官的说理义务等。
 

〔82〕

　 　 (三) 宪法能为法秩序统一做什么

　 　 一种显然的质疑是: 将规范冲突的适用规则看作宪法诫命, 以及为法学方法赋予宪法理

由, 不过是为大家都不反对的东西又给了一个新说法, 是为本来就可以得出的判断又给了一个

新论证。 如果并没有方法上的增量和助力, 这些新说法就不过是进入宪法时代后的一种话语包

装。 关于宪法诫命对于法秩序统一和法学方法论的助力, 笔者尝试用若干实例来说明。
　 　 1. 宪法平等权

　 　 宪法平等权在宏观的法体系统一和微观的不合理差别的排除上, 都对法学方法论有显著影

响。 例如, 默勒斯曾以 “母子车厢案” 为例来说明。 该案案情是: 一名男子带着他 8 个月大

的女儿在搭乘人满为患的火车时, 试图在一个 “母子车厢” 就座, 被乘务员拒绝。 “ 母亲” 的

自然文义是明确的, 将其含义扩充为 “孩子的陪同人员” 以涵摄本案中的 “ 父亲” , 在方法论

上是风险较高的类推适用。 但是, 如果考虑到宪法平等权禁止不合理的差别对待, 特别是禁止

在公共服务上因性别不同而差别对待, 则此种文义扩张就可借由合宪性解释更容易地得到证

成。
 

〔83〕
 

平等权被看作是 “宪法中的决定因素” 而 “对法律方法论有关键的意义” , “ 相同情

形的作相同处理, 是正面的法律平等要求, 类推适用的必要性因此得到证立; 不同情形的作不

同处理, 是反面的法律平等要求, 反面推理的必要性由此得到证立” 。
 

〔84〕

　 　 从整个法体系的角度看, 宪法平等权的教义也为法体系一致性的维护提供着法律技术。 卡

纳里斯认为, 体系解释上的评价矛盾, 可以找到 “借助宪法平等律的解决方案” , “ 违反体系

的规范, 可能因为其所包含的评价矛盾而违反宪法的平等律, 并因此无效” 。
 

〔85〕
 

立法者拥有

立法上的形成自由, 可以偏离他自己设定的一般规则。 但是, 如果这种偏离无法通过宪法平等

权的审查, 就应该被排除在适用之外。 被他引为维护法体系统一的教义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发

展出的 “恣意禁令” , 也就是 “ 恣意公式” , 其表述为: “ 如果无法为法律上的区别对待或平

等处理找到合理的、 基于事物本质的或其他实质性的明显理由时, 也即该规定必须被认定为恣

意时, 就构成对平等原则的违反。”
 

〔86〕
 

卡纳里斯据此对德国商法典关于继受商事经营是否应

对旧债务承担责任的多项规定进行了合宪性分析, 认为由于这些规定相互矛盾且在立法意图上

缺乏清晰的合理性, 从而无法通过恣意公式的审查, 应部分甚至全部无效。
 

〔87〕
 

不难看出, 卡

纳里斯是在引入宪法教义去处理传统私法秩序中的规范冲突, 这对于思考 “ 依宪治国” 时代

部门法中的规范竞合问题是极具启发的。
　 　 从平等权教义的后续发展来看, 恣意公式被认为还是赋予了立法者过于广阔的形成空间,
因而在后来的宪法实践中被强化为 “新公式” , 表述为 “ ( 被差别对待的) 两者之间不存在方

式和分量上的区别以至于能够正当化差别对待, 此时就侵犯了平等权” 。
 

〔88〕
 

也就是说, 宽泛

地要求立法者不得恣意还不够, 还必须给出更为实质性 ( “方式和分量” 上) 的理由。 更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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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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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化的平等教义, 为体系矛盾时的规范排除提供了更为权威和有力的宪法论证; 宪法平等权教

义所发展出的 “是否存在法律上重要的差别对待———差别对待是否可以正当化” 的审查框架,
以及其中关于判断是否 “本质上相同” 的 “共同上位概念” 、 “相同高权主体的职权范围” 和

判断差别对待的目的与手段的比例原则等, 都有助于形成规范竞合时选择适用的标准。
　 　 2. 权力分工

　 　 现代法学方法论之所以认为方法问题就是宪法问题, 核心就在于方法论关系到立法与司法

的关系。
 

〔89〕
 

“对于方法论, 法官受法律约束的宪法原则完全是构成性的, 这又是从 ( 孟德斯

鸠) 分权原则得到启发的一项基本原则。”
 

〔90〕
 

法学方法论对于法律适用者的约束, 似乎是个

超越法体系的普适规则, 但 “无论如何, 法律方法论部分地受到各国法秩序的影响” ,
 

〔91〕
 

从

而必须在特定国家的宪法架构下具体展开。 前文所举的继受商事经营是否应对旧债务承担责任

的问题, 在我国亦有发生, 突出表现为公司法 ( 2023) 第 88 条第 1 款关于 “ 股东转让已认缴

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 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 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

的, 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 的规定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 《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 法释 〔 2024〕 7 号) ,
赋予公司法 ( 2023) 第 88 条第 1 款以溯及既往的效力, 也就是将该条款适用于发生在公司法

(2023) 施行前的未届出资期限股权转让案件。 在相关讨论中, 笔者未见有如前述讨论那样引用

宪法平等权的论证, 但在该司法解释于 2024 年被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机制纠正后,
 

〔92〕
 

有学者讨论了其中国家权力分工的宪法问题, 认为决定法律条款能否溯及既往的权限属于立法

机关, 而如何溯及等细节性问题, 则可由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细化。
 

〔93〕
 

类似的

问题在德国是由民法典编纂之后制定的民法典施行法解决的, 而我国既未在民法典中完全解决

这个问题, 也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 ( 本文所讨论的民法典与单行法在适用问题上的混乱也与

此有关) 。 抛开是否应该溯及既往的实体争议, 在我国讨论此问题, 必须解决最高人民法院是

否有权规定的形式争议, 其关键在于我国宪法之下如何评价 “ 司法解释” 的合宪性。 对此问

题, 必须基于我国宪法上国家权力配置的原理予以分析。
 

〔94〕

　 　 此外, 饱受争议的立法法第 105 条, 即 “ 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

别规定不一致, 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行政法规之间对

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 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 由国务院裁决” 的

规定, 也体现着权力分工的宪法原则。
 

〔95〕
 

“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 实际上蕴含着对法律适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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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授权, 也就是说, 当出现此种冲突情形时, 法律适用者拥有优先判断的权力。 这意味着, 当新

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发生冲突时, 法律适用者应当基于法律解释、 续造、 漏洞补充等可能

的方法予以排除, 而须交由规范制定者裁决的情形, 只能是超越方法论极限从而需重新回到法制

定领域的问题。 基于国家权力配置的 “功能适当” 原理, 对于法规范适用中的冲突解决, 当然

应该优先配置给司法机关。 司法机关当然也应基于既有的适用规则处理, 而引入基础性法律优

先适用的新规则, 本质上属于创制新的法规范, 这在权力分工原则上也是不被允许的。
　 　 3. 作为基本权利的合同自由

　 　 我国民法典第 153 条所规定的 “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 , 引发了较为严重的法律规范适用冲突问题, 一向为我国民法学界所热烈讨论。 值得注意

的是, 近期的讨论开始引入宪法基本权利的视角: 以合同自由作为具有宪法位阶的基本权利,
从而合同适法规范的选择也应以此为判断依据。

 

〔96〕
 

作为民法的私法自治精神重要体现的合同

自由或者契约自由, 未必被各国宪法明确列举为基本权利, 但可借由宪法解释而获得基本权利

的地位。 在德国基本权利教义学中, 合同自由被看作是基本法第 2 条第 1 款保护的 “一般行为

自由” 在私法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 并与财产权、 婚姻家庭保障等基本权利条款关联。 在我

国, 基于宪法基本权利章的概括性条款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 并关联财产权、 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 经营自主权等条款, 也可以解释出合同自由。 近期民法学的讨论认为, 足以导致民事

行为无效的 “强制性规定” 本身应接受 “合秩序评价” , 也就是 “是否合乎以基本权利为核心

的法秩序价值体系的评价” 。
 

〔97〕
 

这意味着, 如果这些强制性规定本身无法通过合宪性评价,
则其就不可以被作为判断合同违规的标准。 赋予合同自由以基本权利位阶, 对于消解我国民法

典第 153 条下的公私法体系的冲突具有重要意义。 此种思路, 实质上也是将宪法引入法秩序统

一性的建构, 用合宪性评价来消解法体系的评价矛盾。
　 　 (四) 作为 “最崇高解释原则” 的宪法统一

　 　 至此, 规范竞合以及其他的体系解释问题, 展现出其最终的解决方向: 宪法之下的法秩序

统一。 按照规范层级理论, 下位法规范不得被解释为与上位法相冲突, 而其最高层级的表现,
就是对法律规范的解释应避免与宪法规范相抵触。 以上文所举的民法典第 153 条为例, 如果是

行政法规规定了 “强制性规定” , 则判断其是否导致民事行为无效的后果的前提应是: 该行政

法规本身是否与民法典相抵触; 如果是法律作的 “强制性规定” , 其是否导致民事行为无效后

果, 则有赖于宪法秩序下的统一性评价。 从一个较为技术性的视角看, 当法律规范出现冲突或

者解释歧义时, 合宪性解释就会有其用武之地, 宪法的最高权威性会让人们更容易接受符合宪

法价值标准的解释方案。
 

〔98〕
 

例如, 前文关于 “强制婚检” 应被废除的判断, 是基于对新法优

于旧法规则的直接适用。 但是, 合宪性解释同样可以补强这一判断: “疾病婚禁婚制度对当事

人婚姻自由的干预逾越了必要的限度, 不尽符合宪法。 《 民法典》 将疾病婚禁婚改为可申请撤

销, 这在当事人的婚姻自由与家庭成员的健康利益之间维持了一个适当的平衡, 因此符合宪

法。”
 

〔99〕
 

如前所述, 为了排除规范冲突, 目的解释往往具有关键的作用, 而法秩序统一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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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被作为法解释的目的之一。 因此, 指向法秩序统一的合宪性解释方法, 对于我国法典或者

基础性法律适用中的众多难题有着直接的、 具体的操作性意义。
　 　 在更宏观的层面, 法律实务与法学学术都应当认识到: 现代法治条件下的法体系统一, 已

经超越了割裂的部门法领域, 而要在宪法层面最终完成。 “整体的法秩序或者至少法秩序的大

部分都受特定的主导性法律思想、 原则或者普世性的价值标准的支配, 其中的一些思想、 原则

或标准在今日甚至配享宪法位阶。 它们的功能在于使规范赖以为基础的各种价值借助法律思想

得以正当化、 统一化, 借此避免彼此间可能出现的矛盾。”
 

〔100〕
 

如果说各个部门法秩序在历史

形成的过程中, 各有其基本思想、 原则、 价值, 那么在一个以宪法作为最高法律规范的现代法

秩序之下, 它们就都必须获得来自宪法的支撑或者调适。 法秩序的统一, 在微观层面意味着具

体法律纠纷的解决无可避免地需要将各部门法的规范结合起来适用; 而在宏观层面, 则意味着

宪法要为此种法秩序统一提供具有法效力最高性和法价值根本性的规范基础。 统一法秩序, 是

法律的 “各个自治领域经由宪法统合的产物” ;
 

〔101〕
 

宪法之下的法秩序统一, 发挥着法律解释

上的指引作用。 宪法不再只是授权的基础或立法的框架, 宪法中有关基本权利和国家性质的实

体价值, 如尊严、 自由、 平等、 法治、 民主, 皆因此成为法律体系的关键内容。 宪法下的法秩

序统一, 意味着宪法规范作为解释次级法律规范的实质指导原则,
 

〔102〕
 

一方面通过 “ 合位阶性

解释” 来帮助协调不同层级和不同领域的规范冲突,
 

〔103〕
 

另一方面为既有法体系的断裂和矛盾

提供新的评价链接。
　 　 就本文所关注的规范竞合而言, 是否构成特别法往往要借助规范目的来判断, 而实现宪法

的要求, 也应被作为与规范目的并列的考量因素。 宪法秩序下的一切立法的目的, 在规整具体

领域的具体议题之外, 也天然包含着宪法的实施。
 

〔104〕
 

正是在具体的法规范适用和方法论运用

的场景基础上, 一国法秩序的统一, “无论以阶层构造模式为依托的效力统一, 还是以部门法

模式为基础的价值统一, 最终都将在宪法位阶上实现耦合” 。
 

〔105〕
 

也正因如此, 当代的法学方

法论才会将法律方法的标准指向现行法秩序和宪法, 而作为 “ 逻辑—目的论” 观点意义的宪

法统一成为了 “最崇高的” 解释原则。
 

〔106〕
 

在法典化的时代, 法律规范的解释和适用必然指向

法秩序统一, 也必须接受来自宪法的规范约束和价值指引。

余论: 内部体系与整体法释义学

　 　 人类社会有秩序的、 平等的、 安定的生存状态, 依赖 “ 一个清晰、 明确、 协调一致并且

可以理解的法律体系” 。
 

〔107〕
 

然而, 不可能寄望法典化能一劳永逸地完成法律的体系化任务。
人类的生活世界是整全的、 连续的, 而法典无论怎样追求完备, 也只能是领域的和存在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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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而且, “解法典化” 也难以避免。 “ 人民制定法典的目的最初是为了捍卫国家法律统一,
但是法典最终却淹没在国家所颁布的成千上万的各种立法之中” , 法典所 “ 构造” 出来的法律

体系必将遭受来自各种单行法以及其他部门法的冲击。 在悲观者看来: “对于法典来说, 最乐

观的结局也许是从此作为一个 ‘冗余的法’ ( residual
 

law) 而发挥作用, 即为那些没有具体条

款可以适用的案件提供纲领性的指引。”
 

〔108〕
 

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说的提出, 某种意义上正是

出于对此种法典解构结局的担忧, 在更深层次上, 是出于对法律丧失体系性的担忧。
　 　 法律的体系化构造, 既需要包括法典编纂在内的立法活动, 也需要适用法律的司法活动,
更需要法学的持续作业。 “实在法秩序的内在统一性是法学体系化工作的结果。”

 

〔109〕
 

“ 法律体

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学的产物。 一国现行有效的实在法至多只是为法学提供了尚待加工的原

料, 需经由法学的加工才能成为成品。”
 

〔110〕
 

在比较法上, 甚至不乏将体系建构作为法学家而

非法典的任务的例证。
 

〔111〕
 

法典编纂固然重要, 其提供着法的 “ 外部体系” , 而体系化的法学

同样重要, 其提供着法的 “内部体系” 。
 

〔112〕
 

这两个相互依赖的体系, 共同构造着法秩序的统

一。
 

〔113〕
 

“应当记住 (法典化) 最为重要的事情是: 一部法典只有通过积极和富有想象力的司

法解释和学理创造, 才能被赋予生命力并跟上时代发展。”
 

〔114〕
 

正因如此, 在我国民法典的编

纂过程中, 不断有学者呼吁以法学的内部体系来支撑立法的外部体系, 认为 “ 通过一个能反

映人类共同生活基本价值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体系, 以实现公平正义, 是包括民法学在内的法学

历史发展的永恒任务” ,
 

〔115〕
 

主张法典化之后的法学应当 “ 突破传统的以立法为维度的法源定

位, 转而从方法论或者说司法的维度对法源重新进行解读” ,
 

〔116〕
 

“更加关注法律条文背后的民

法内在体系” 。
 

〔117〕
 

基础性法律优先适用说也应当被看作法典化之后建构法学体系的努力。 然

而, 其创设新的法律位阶的思维, 本质上依然是立法论的, 而非解释论的, 从而也无法构成法

典实施的正确的法学方案。
　 　 同时, 当相关主张指向法典具有部分根本性、 在价值上与宪法具有一致性、 实质性地体现

着宪法精神, 以及为私法自治等基础理念寻找宪法的规范依据时, 又提示了在宪法之下安置法

典的另一种理论方案: 整体法释义学。 这在法学方法层面的体现之一, 就是以 “ 合位阶性解

释” (核心是法律的合宪性解释) 来为法体系内在矛盾的解决寻找来自宪法层面的价值和技术

助力。 宪法学也确实为此种法规范的整合预备了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 国家保护义务等理

论方案, 以及恣意公式、 实践调和等技术手段。 实际上, 在现代国家的宪法秩序下, 各部门法

学的体系化或者再体系化, 往往需要借助宪法的支撑。 例如, 在大量的特别法带来的 “ 解法

典化” 趋势中, 要避免民法典的空心化, 仍然维护民法典的 “基本法” 地位, 就不能不将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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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与规范纳入新的民法的体系建构中。
 

〔118〕
 

因此, 来自宪法的 “社会原则” 会与私法自治

原则共同成为建构民法体系的基本原则,
 

〔119〕
 

并导出债法中强调对合同相对方增加注意义务,
在合同法中以社会典型行为来替代意思表示等理论主张。

 

〔120〕
 

又如, 因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而

具有更强封闭性的刑法体系的当代建构, 在学理上也致力于从宪法中推导法益概念, 并以合宪

性来控制刑事政策的恣意。
　 　 宪法当然无法为一切领域的生活事实预先提供全部解决方案, 部门法的具体规范也并不是

总在直接实施宪法, 但部门法的规范制定与规范适用, 却必须始终受到宪法的约束, 不违反宪

法的消极禁止, 不回避宪法的积极要求。 现代国家的法秩序是合宪性法秩序, 而现代国家的法

释义学, 也应是宪法指引下各部门法融贯的整体法释义学。

Abstract:
 

In
 

China’s
 

codification
 

process,
 

the
 

notion
 

of
 

“fundamental
 

laws”
 

has
 

emerged,
 

along
 

with
 

the
 

proposition
 

that
 

such
 

laws
 

should
 

enjoy
 

“priority
 

of
 

application”.
 

However,
 

neither
 

codes
 

nor
 

funda-
mental

 

laws
 

acquire
 

constitutional
 

or
 

supra-legal
 

status
 

merely
 

by
 

virtue
 

of
 

their
 

partially
 

foundational
 

content.
 

The
 

highest
 

legal
 

authority
 

belongs
 

exclusively
 

to
 

the
 

formal
 

Constitution,
 

and
 

therefore,
 

using
 

legal
 

codes
 

as
 

a
 

standard
 

for
 

constitutional
 

review
 

is
 

untenable.
 

Fundamental
 

laws
 

are
 

not
 

automatically
 

“general
 

laws”,
 

and
 

determining
 

whether
 

a
 

law
 

is
 

general
 

or
 

special
 

requires
 

a
 

detailed
 

analysis
 

based
 

on
 

legal
 

methodology,
 

particularly
 

historical
 

and
 

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Existing
 

rules
 

on
 

the
 

appli-
cation

 

of
 

norms
 

are
 

sufficient
 

to
 

resolve
 

normative
 

conflicts,
 

thus
 

introducing
 

a
 

new
 

rule
 

that
 

grants
 

prior-
ity

 

to
 

fundamental
 

laws
 

is
 

unnecessary
 

and
 

may
 

generate
 

further
 

complications.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the
 

legal
 

system
 

is
 

itself
 

a
 

constitutional
 

mandate.
 

Issues
 

of
 

legal
 

methodology
 

are
 

simultaneously
 

con-
stitutional

 

issues.
 

Norms
 

such
 

as
 

constitutional
 

equality,
 

liberty,
 

and
 

division
 

of
 

powers
 

can
 

support
 

the
 

resolution
 

of
 

internal
 

legal
 

contradictions
 

through
 

interpretations
 

consistent
 

with
 

the
 

normative
 

hierarchy,
 

especially
 

interpretation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age
 

of
 

codification,
 

greater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legal
 

systematicity.
 

Legal
 

order
 

of
 

modern
 

rule
 

of
 

law
 

ul-
timately

 

points
 

toward
 

constitutional
 

unity,
 

and
 

doctrinal
 

studies
 

of
 

individual
 

branches
 

of
 

law
 

should
 

al-
so

 

orient
 

themselves
 

toward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illuminated
 

by
 

constitutional
 

val-
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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